更多原创论文请访问论文同学网(www.lwtxw.com)

论贾平凹散文的审美类型

贾平凹散文在当代文坛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为文20多年来，他不断扩展散文的写作内容，不断追求新的审美样式，表现出广阔的审美视野与选材能力。贾平凹创作上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不断开拓，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不断“转移”。这种永不满足、执著追求的转移，既表现在从商州农乡题材到西京城市题材的变化上，也反映在从传统现实主义到魔幻现实主义兼而有之上。如果说，他的长篇小说创作力求每一部都有所变化有所创新的话，那么，他的散文创作则不断开拓新的审美类型，由定实到抽象，从抒情到写意，从乡村到城市，从现实到历史。丰富的生活文化内容，使他的散文映照着中国当代社会的变迁，展示着中国文学的发展演化的轨迹。贾平凹的散文可以分为五个审美类型：自传类、风情类、世相类、禅思类和文化类，每一种类型都相对应地随载着他的身世，他以农乡、市井群类的感悟和对民族与人类文化的反思。

一、自传类散文的价值

这种忆家庭和个人生活及其解说创作情况的散文，大都写于70年代 末80年代初。此时的贾平凹身处火热的时代大变革之中，他以一个农村青年对生活的激越的热情，去记叙堪回首的苦难岁月对幼小童贞心灵所造成的深深的伤害，对患难与共的血亲真情寄予深切的赞美。此类作品讲求情节，记叙细致，内中承载着强烈的人生际遇的感受，读来生动感人。

总体来说，自传为散文可以帮助读者了作者的身世、秉性、写作背影和精神风貌，多具史料与资料价值，较少审美价值，艺术品味着较低，尤其是“练笔”阶段（70年代）的自传类散文，作者过于注重个人遭际有历时过程，多做生活流的记录，尚未能将个人苦难与民族历史文化联系起来，做深刻的文化历史的反思，故而缺乏审美的个性特征。《童年家事》洋洋洒洒6万余字，详细记述了从作者出生到祖母去世整个大家族近10年间上和善到分家的过程。婆的精明、三婶的能干、母亲的忍辱屈从，文章似小说一样有着较鲜明的人物形象和清晰的时空要素。但作为散文，幼小的“我”却犹如道具，无从发出个性的感受心声，仅作为叙事人，讲述家人的故事，因而也就缺少散文的文体特色。

二、风情类散文的特征

这是对描摹民俗风情、感悟山水人生的散文的归类。这类散文主要反映在80年代商州题材上，还包括陕北、关中以及陕西以外地方风情的作品。

已经走向成熟的贾平凹伴随着文学的寻根的潮头，有意识地对故乡民俗风情做了一番文化梳理，营造出定于地域特色暗喻着民族品性的家乡风情。地方性是民众的生活习惯在窨上所显示出的地理特征或乡土特征，它是构成散文地方色彩和文化特色的重要源头。商州地僻，文化传统悠久，千百年来形成了封闭而又 古老的的地域文化精神。改革开放所吹进的经济文化的文明之风，使商州古老的生活文化方式受到极大的冲击，新与旧的转型和重新配合，给文学反思带来了极好的描摹与反思的样态。贾平凹摆脱了第一个阶段狭隘的家庭、个人的家乡观念，转而在更大的空间开创出商州故乡文化风情散文。“商州三录”继承自传类散文讲求情节，描车人物的特点，对商州进行了多角度、多层面的透视与描绘，以“再现一种社会和精神的活的过程”，反映了商州山民的生息繁衍与追求。贾平凹在《商州初录》、《商州又录》、《商州再录》中毫不掩饰地表达了他对家乡文化的热爱和衷情，他从商州风土人情中寻到了自己创作的新坐标，标志着他“商州意识”的形成或“商州情结”的聚现。正如贾平凹所说，“商州成全了我作为一个作家的存在。”

同为商州家乡题材散文，自传类与风情类散文明显不同。在自传类散文中，我、父母、家庭和村落是具体的，标明着传统乡土文化的意蕴，弥漫着家族血亲之情之爱。在风情类散文中，“我”已不是传统家乡文化的儿子，作为一种文化视角和文化符号，“我”成为透视和描摹新的文化启蒙大潮的佐证人，而商山也在时代背影衬托下，升华为最具有丰富内涵和美学意蕴的生存空间，成为贾平凹创作的乡土的民言辞的审美世界。风情类散文的文化特征也有其“失体”之处，情节的强化和鲜明的人物形象使其与小说颇多近似，成为一种模糊性文体，这是作家在一味寻根的时候，忽略文体所致。

三、认识、描摹城市民众生活世相类散文

它反映了贾平凹在从商州转向西京后，对城市文明生活的感触与思考，带有浓重的现代人生悲剧哲学的意味。城市是文明的象征。市民生活方式与乡村生活方式有着明显的不同。深深眷恋着大山和山民的贾平凹，从小形成的自卑与孤独感，在心理沉积着对大自然的向往与崇拜情结，渴望着人与自然、人与人的理解与沟通。目睹城市文明中种种陋习怪僻，贾平凹有着一种难以融入城市的心理隔膜，因此，他的笔下就更多地书写着现代人生怪异荒诞的种种病态。自80年代后期写下《笑口常开》、《人病》、《闲人》等名篇之后，进入90年代，他又续写了《名人》、《说孩子》《说家庭》、《说打扮》、《说奉承》、《说死》、《说话》等篇什，进一步抽象出城市人受“文明”之累，为说话、打扮、孩子、家庭而奔波劳顿，谋划算计，失却本真的可悲。

人的存在本应是敞亮自我的本真状态的存在，一种自由选择的存在。然而世俗社会促生的权力、利益、虚名等外在于生命的虚无，却将入卷入追逐外物的舆论声浪的沉浮中，因而忘却自我最真实的“在”。尤其是中国在由传统农耕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型的过程中，金钱崇拜，物欲横流，道德沦丧，生命补充陷入“沉沦”状态。从这个意义上去审视贾平凹的散文，不能不肯定作家的散文创作如同他的小说一样，具有现代哲学的支撑，表达着知识精英对现代人命运走向的忧患与焦虑。尽管贾平凹的忧患意识内在的与农耕文明相伴而生，有着拒斥城市文明的自卑心理成份。

将世相类散文与风情类散文相比较，可以发现，贾平凹笔下的农耕世界是活泛的充满灵气，人与物，人与人沟通相融，淳朴自然。即使是陋俗恶习，也充满慈善光泽，悦人心目，而市井中人却多冷漠，相猜忌，难沟通。故此，城市被描写成充满怪异、荒诞、病态的世界。《笑口常开》典型地反映了城市病态的各种类型：人情薄，赠书即弃；难相爱，老来才有黄昏恋；居住挤，房事勿忙无欢乐；不坦诚，阿谀奉迎才为真。应该说，贾平凹是描摹乡土的能手，视野开阔，思维活跃，人物鲜丽，语句活泛，最能表现他的艺术才情，他虽然也是反映市井生活的行家，世相类散文亦代表了他对现代文明的深刻理解，但城乡文明在他笔下还是矛盾的，骨子里的向农背城，决定了他两副笔墨、两种心态写作城乡文明。这也是他以后需要调整解决的认识问题。

四、山水游记、生活感悟人生的禅思类散文

这些散文寓意并不在山水形态和生活琐事。作者于娓娓叙中蕴藉文中的是主客体感应交融的境界，主体专注于一境，心灵静虚时的思想。这种具有佛家禅定之思意味的散文，权作禅思类称谓。在《月迹》、《月鉴》、《山石、明月和美中的我》、《静虚村记》等80年代散文中，贾平凹的禅味更多地体现在客体所具有的启唤主体感应的特质上，即物我交融形成的一种幽意境。大戈壁本应是荒凉寂寞之所，但在作者眼中，它却是一块“难得糊涂的，大智若愚的地方”，因为它经历了荒寂、繁荣，走入了单纯。广袤的大戈壁因此而成为一幅“现代艺术的画，画中一切生物和动物都作了变异，而折射出这个世界的静穆，和静穆生命中有灿烂。”（《戈壁滩）而在90年代的禅思美文中，人生体悟与学养所促发出来的已是主体寂静心境对自然的投射与泻写。此时的客体只是预应主体禅思的凭借，无所谓客体启唤主体的物质要素。此时抒发的禅思即所谓我心即佛，佛即我心的禅宗自度顿悟的境界。《三目石》、《树佛》、《坐佛》等均有这个特点。面对顽石，人为何竟会“夜不成寐”，为何会出现“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又看山不是山，又看水不是水，再看山还是山，再看水还是水”的情形？（《三目石》）当然是主体移情石中玄想认知所致。以上两种禅思类散文，归总起来前者体现了贾平凹归复自然，与自然和谐同一的审美观，表现为人的自然化特征。后者则心境扩拓，容纳万物于心，表现为自然的人化状态。总括而论，和谐、宁静、幽远，这是贾平凹禅思类散文所努力追求的思想境界和审美境界。这也是贾平凹散文有别于当代诸多散文家创作的一大特色。

贾平凹禅思美文的创作与作者的主体意识和心理情结密切相关。“社会的反复无常的运动，家庭的反应连锁的遭遇，构成了我是是非非，灾灾难难的童年、少年生活，培养了一颗羞涩的，委屈的甚至孤独的灵魂。”（《山石、明月和美中的我》）正是这种孤独、内向甚至“形象委琐，口舌木讷”（《一匹骆驼》）的原因，使贾平凹以山石、明月、竹树为伴，借以慰藉灵魂的安宁。也正是在这种对大自然宁静、清雅、朴拙的感悟中，贾平凹才“忠实着生活，又突破生活的极限……在有限之中唤起了无限的思想和情趣”，（《山石、明月和美中的我》）才写出了一篇篇人与自然相合、宁静致远的禅思美文。相比较而言，表现了主体客体化（人的自然化）的禅思美文要比客体主体化（自然的人化）的散文写得更空灵、质感，易于激起读者的审美感受，而后者因缺少主体禅思赖以凭借和依托的客体唤情结构，故而有充满玄想沉思的“作文”感 。这或许正应合了王国维的“有我无我境界说”。“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文学审美犹如人生意义，尽在过程中主体的价值感觉。苦乐悲喜皆可体验为美，而《坐佛》却缺少审美的过程，没有客体的启唤和主体移情的描写。一棵秃枝老树和一块黑石，卧于此上的平凹“顿觉心旷神怡”，“再后，平凹坐于椅，坐手墩，坐于厕，坐于椎，皆能自身静思安。”何为？尽管批评者理解作者的禅思：无欲寂静。但作为一篇散文，全文仅只一百多字，缺少言志的物托和寄情的对象，无法将读者带入审美移情体悟的境界，属于“有我之境”的“作文”。

虽然用“禅思”概括贾平凹此类散文的特征，但并不是灾种充满寂静圆融的感觉描写的散文，就类同佛家所追求的色空涅盘境界。在骨子里，贾平凹散文还是道家还生命于自然的超越世俗之情，这种超越反映了他在世俗苦痛中保护生命的生命意志。从某种意义上说，贾平凹对的人生坎坷与悲剧，同样具有传统人士的忧患与焦虑之心，只是与屈原、杜甫、陆游这些著名的忧患之士泪溅春花，死犹遗恨的入世态度有所不同，贾平凹抚忧虑于平和之境，平忧患于自然之中，求取的是一种寂然恬淡的人生意趣和僻尘世的喧嚣与繁杂于内心的宁静的体悟，即在审美创作中悠然自乐。

五、文化类散文的意义

此类型散文主要是对人的行为方式及其历史影响所做的描述与思考，它包括部分古圣地游记、太白山记和研史写事性散文。贾平凹是一个述情抒理、重在表达感受的散文家，在他逾百万言的散文作品中，真正从某文物、史事出发借以表达作者文化见识的篇章并不多，虽然大量的风情类散文也可以冠之以风俗文化散文，但那是一种文化泛称之下所使用的概念。正是在这一点上，贾平凹与余秋雨划开了一条界碑。1990年，在写作《烟》、《美穴地》、《白郎》和《五魁》等具有浓重神秘文化特征的中篇小说的空当，贾平凹创作了既有表征上的民俗风情特点，而实为民间信仰文化大会聚的《太白山记》。初读该文，令人颇为不解。公公戏媳，而为娃娃鱼《公公》，丈夫外出贩货，妻子秀变难捱上吊自尽《丈夫》，寡妇 丧夫，孩子却夜夜见爹骑娘身上打架（《寡妇》，猎手打狼而死者为人（《猎手》），村人由淫欲到戒欲，终变为石木（《人草稿》），妻子酒醉夫被奸，排尿中竟见一螃蟹（《饮者》），如是等等，可谓稀奇古怪。其实，《太白山记》正是贾平凹在写完《浮躁》之后声称要改换写法的试验作品。这半是小说半是散文的作品，大量采录民间传说，假借深山民众的生活方式，以生动形象的故事，表达作家解悟到的民间信仰文化的内容。其中，无论是平击现代官宦鸡偷狗盗，还是寻求太白山娃娃鱼的珍产源头，或是山中石、木缘何为女娲造人之所田，都有一个性文化隐喻其中。古人云：食、色，性也。在中国民间，性文化——性启蒙、性教育、性娱乐当为精神信仰中的基质文化，犹如人们相见总相问“吃了没有”一样，性象喻也充斥于民间生活文化之中。当然，贾平凹所作《太白山记》，是结合了当时社会的民众对时政的看法，用法做象喻，转喻作家心中的社会批评与审美追求的。“关心社会，关心生命，如果有悲哀，那不是个人的恩恩怨怨，是关于人的大悲哀；如果焦虑，也不是个人的得得失失，是关于时代的大焦虑。”[3]（P135）从《太白山记》、《美穴地》、《五魁》到《废都》，几乎在时间上紧紧相承的作品，在性的象喻上也一脉相承。

在文化类散文中，洋洋数万言的《老西安》最为出色。它是贾平凹以文化学者身份透析历史名城所做的人类学方式的散文报告。作者好似在做田野调查，对古城西安的历史演变，做了个人感受式考察抒写。历史是主体价值视野的历史，也是个人感受中的历史，贾平凹采取民间百姓的评说方式，借以阐释西安的历史沿革。文章纵横捭阖，把个人参与历史建构时的感悟与历史事件的描述融合抒写出来。全文既像人类学的城市史调查，又似历史学的时段研究方法，不仅有短时段的政治军事史研究，还有中时段的经济文化史研究。尤为难得的是他对影响历史沿革的长时段的政治军事史研究，还有时段的经济文化史研究。尤为难得的是他对影响历史沿革的长时段民众文化心理和社会意识的研究，使他的长文具备了大文化散文的品格——题材大，内容深广，时段长久，地域阔大，认识深刻，角度独特，手法多样。正因此，读罢此文，人们大都赞叹作者才气纵横，文章大气超凡。

从风情类散文到文化类散文，贾平凹一以贯之地从民间文化中追求创作灵感，创作素材，创作思想。正是在这一点上，他鲜明地有别于余秋雨。余秋雨的散文大都是通过对历史上文人文化的追寻与反思，通过对历史事件和文人命运、心态的剖示与解析，来表达自己对历史、文化、民族命运的关怀。总体来说，他是一种精英知识分子对精英文化的关怀和思考，缺少一种平民意识和平民关怀。而与此不同，民间的和边缘的文化视角使贾平凹的创作平添了余秋雨散文未曾有的丰富底蕴，它既是对生存的物质文化的反映与描述，也是对精神物信仰文化的关怀与寻思，是一种对民间大众全方位的人文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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